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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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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大学治理从产生起到目前为止，走过的历史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单一的“专业人员

治理”模式阶段，“专业人员治理”模式与“外行治理”模式并行阶段以及尝试“共同治理”模式阶段。各阶段模

式的形成都有其背景原因，前两种与学校的出身有关，第三种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撒切尔政府削减教育经费以

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有关。英国大学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表明，英国人一直在探索治理大学

的最佳模式，他们并不固守传统，而是因势利导适时创新。虽然我国大学所处的社会制度与英国不同，治理

模式也当然会有差别，但英国正在探索的合作治理模式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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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育的质量与大学治理的模式关系密切，

因为“‘治理所治涉及的是权力’；它与‘谁掌权、谁决
策、谁发言以及发言的声音大小’有关”［１］（Ｐ４）。英国

大学的教育质量自１２世纪以来经久不衰，其秘诀之
一在于其大学内部治理。认真研究英国大学内部治
理模式（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的演进路径，对
我国现代大学的治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国第一所大学形成于１１世纪末１２世纪初。

之后到１９世纪的城市学院（ｃｉｖｉｃ　ｃｏｌｌｅｇｅ）出现之
前，英国的大学，包括英格兰的两所大学和苏格兰的
四所建立于中世纪的大学，一直流行的是“专业人员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模式①。１９世

纪，英国城市学院出现后，英国的大学开始出现第二
种治理模式，即“外行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ｙｍｅｎ）

模式。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英国一些院校又在
尝试“共同治理”（ｓｈａｒ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ｃｅ）的新模式。因
此，英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从产生起到目前为止，走
过的历史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单一的“专业
人员治理”模式阶段；“专业人员治理”模式与“外行
治理”模式并行阶段和尝试“共同治理”模式阶段。

各阶段模式的形成都有其背景原因，各模式也都存
在不足。

一、“专业人员治理”模式产生的原因及
问题

“专业人员治理”模式的产生与英国早期大学的
出身有密切关系。中世纪时期产生的牛津和剑桥大
学，实行“专业人员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
是自然形成的大学。所谓自然形成型大学，是指中
世纪最早的一批大学不是由国家或教会创立的，而
是随着一批师生的聚集而自然形成的，如意大利的
萨莱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英
国牛津大学的形成也属于这类性质。１０９６年，牛津
镇就有人从事教学。１１６７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
（Ｈｅｎｒｙ　ＩＩ）与法国关系闹僵，禁止英格兰学生去巴
黎大学读书。英格兰学生便到牛津求学，牛津的教
学规模因此迅速扩大。１１８１年，威尔士历史学家杰
拉尔德（Ｇｅｒａｌｄ）在牛津开设讲座。１１９０年牛津招
收了第一个海外留学生。相当长时间，牛津大学没
有领导机构，甚至没有领导人。直到１２０１年，学校
才有一个领导人，头衔称作“ｍａｇｉｓｔｅｒ　ｓｃｏｌａｒｕｍ　Ｏｘ－
ｏｎｉｅ”（领导人）。１２１４年，这一头衔改称为“ｃｈａｎｃｅｌ－
ｌｏｒ”（校长）。１２３１年，牛津教师群体才被称为“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或“行会”（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２４９年，
牛津建立了它的第一所学院———巴里奥（Ｂａｌｌｉｏ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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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２］。牛津大学诞生的这一经历，决定了牛津大学
从一开始就只能采用“专业人员治理”模式。逻辑很
简单：大学是教师们自己建立的，不是国家或教会创
立的，教师自己不治理，那谁来治理？牛津大学如
此，剑桥大学也是如此。尽管剑桥大学是从牛津大
学派生出来的，可以划入“繁殖、衍生型大学”，但它
本质上与自然形成型大学相似。因此，人们才会认
为，“以牛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基本上属于中世
纪的‘教师管理大学’的类型”［３］（Ｐ４７）。英国早期大学
能够形成“专业人员治理”的模式还有一些其他因
素，如早期学校规模不大，管理的事务不复杂。专业
人员在教学之余完全有精力和时间来治理。按照我
们现在的话语来说，即专业人员完全可以“双肩挑”，
即一个人同时承担教学和治理双重任务。但是，随
着大学规模的发展和大学治理涉及事务的复杂化，
大学治理遭遇到许多非学术性问题，面对这些复杂
的问题，专业人员会感到力不从心，专业人员治理遭
受到了“公开的挑战”［４］（Ｐ７）。这一挑战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表现更为明显，其时，面对大学经费的削减和人
们对效益的关注，出现了“学术人员在形成学校政策
方面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对大学管理
的影响已经下降”的现象［３］，专业人员治理压力和困
难陡然增大。

二、“外行治理”模式产生的原因及问题

１９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出现的城市学院（ｃｉｖｉｃ
ｃｌｌｌｅｇｅ）是一批新型高校。它们的治理模式也与它
们的出身有关。这批城市学院也不是由国家或教会
开办的，而是由地方热心教育的政治、工商等各界人
士开办的，如“达勒姆（Ｄｕｒｈａｍ）的范米尔德特（Ｖａｎ
Ｍｉｌｄｅｒｔ）、曼彻斯特的欧文斯，谢菲尔德的弗斯，雷
丁的帕尔默（Ｐａｌｍｅｒ），伯明翰的梅森，赫尔的弗伦斯
（Ｆｅｒｅｎｓ），布里斯托尔的哈特利（Ｈａｒｔｌｅｙ）和威尔斯
（Ｗｉｌｌｓ）”等［５］（Ｐ２７９），这些地方精英“承担了大部分的
办学经费并管理这些初生的大学”［６］（Ｐ２）。因此，城
市学院的这一出身也决定了这些大学，从建校之初
就没有采取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而是
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种新模式，即“外行治理”。学校
大权掌握在大学校务委员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手
中，而校务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是大学的创办者。由
于这些人不是大学的专业人员，因此，被称为所谓的
“外行”。校务委员会权力很大，负责校址的选择，雇
佣建筑师，聘请教授等。外行建立的学校除了城市
学院之外，还有一些是地方政府建立的“新”大学，如

东伦敦大学（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这类新
大学的学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和城市学院差不多，也
主要是“主办者和地方议员”［２］（Ｐ５）。由于“除了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４所苏格兰古典大学和教会学院之
外，大不列颠大部分高等学校是外行建立的”［８］（Ｐ４），

因此，实行“外行治理”模式的大学占了英国大学中
绝大多数。但“外行治理模式”在治理方面也随着英
国大学教育的发展遭遇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
是专业人员的学术自治（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大学的专业
人员要求学术自治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这些高
校中一批毕业于牛桥大学的教师，他们期望也能像
牛桥大学的专业人员一样，获得较多的学术自治的
权力。他们借鉴牛桥学术自治的经验，组建了“学术
委员会”（Ｓｅｎａｔｅ），即一种“学术基尔特”（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ｕｉｌｄｓ）来争取学术治理权以推动学术的发展。这
样，面对学术人员压力，这些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一改
大权独揽的做法，逐渐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学术委员
会，如教师的管理和一些学术事务。可以说，从此时
起，“外行治理”的模式已经开始蜕变，完全意义“外
行治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具有合作治理意义的新
模式开始萌芽。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
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使命的机构，随着学科和科学的
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专业人员参与学校治理
是学校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

三、“共同治理”模式的萌芽及问题

共同治理又可以称为“合作治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即大学治理由校务委员会、学术评议
会或学术委员会与行政执行官（指副校长）合作治
理。这一治理模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到目前
为止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一模式之所以出现以及出
现后引起的关注也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其中，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撒切尔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削减，高等教
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是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背
景下，人们开始探讨大学究竟怎样治理才能确保大
学的教育质量和大学的教育效益。因此，在理论界，
“２０世纪末的不列颠，有关治理过程（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和治理性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的讨论十分热烈”［９］（Ｐ１），在实践层面，大学开始探索
合作治理的有效模式。

在共同治理模式的探索阶段中，有３个因素发
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它们分别是《贾勒特报告》
（Ｊａｒｒａｔｔ　Ｒｅｐｏｒｔ），“全国咨询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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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ｄｙ）和《兰伯特报告》（Ｌａｎｂｅ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其中，１９８５年公布的《贾勒特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涉
及学校的治理问题，而只是谈学校的管理，强调副校
长（ｖｉｃｅ－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应当是学校的首席执行官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但在英国学界看来，《贾勒特报
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原因有三：首先，它在高等
教育领域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工作效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第二，该报告建议，学校校务
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负
责监督政策的制定、资源的使用和其他关键的战略
性活动②。第三，《贾勒特报告》是英国正在经历的
广泛的政策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拟撤销大
学拨 款 委 员 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９９２年撤销），对高校的科学研究作第一轮效益评
估，筹 建 大 学 资 助 委 员 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来取代“大学拨款委员会”以及废除高等教
育双重制（１９９２年正式废除）等。成立于１９８３年的
“全国咨询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ｄｙ）在

１９８６年也公布了一个报告，对大学的管理作了分
析，“其基本观点与贾勒特报告是一致的”［１０］（Ｐ８）。这
两个报告共同点之一是对效益问题的关注。强调大
学治理的效益必然要求多方面人士参与大学治理，
因为“效益”不仅是经济学的概念，要求处理好投入
和产出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有教育质量的效益问题。
这一问题不是能用简单量化指标来表示的，而是需
要通过教育的质性评估来衡量。这样一来，大学治
理者中的外行、专业人士和行政执行人员三方面人
员缺一不可。这是英国大学共同治理模式得以尝试
的根本原因。２００３年公布英国财政部的《兰伯特报
告》对英国大学合作治理的状况十分不满，认为“许
多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利于大学的良好治
理”［１１］（Ｐ８４），理由是在内部治理工作方面，许多大学
动作缓慢、官僚主义、决策轻率。在这３个因素的作
用下，大学内部合作治理的尝试和改进势在必行。

尽管目前英国大学中，建立于中世纪的古典大
学的治理，仍凸显专业人员治理特点，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立的大学，仍以外行治理为主，但
可以说，目前英国所有的大学在治理形式上都已呈
现出“合作治理”态势。表现在：各大学都有校务委
员会、学术评议会或学术委员会和行政执行人员，有
的学校还有董事会和仲裁庭（ｃｏｕｒｔ）。但是，在１９９２
年前建立的“老大学”和之后建立的“新大学”之间，
合作治理的权力分配、特征和不平衡性是有差别
的③（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英国“新”、“老”大学合作治理方面的“权力”分配差异

老大学 新大学

权力分配

执行官与高级职员
专业人员（学术评议
会／学术委员会）

公共／社会部门（仲裁
庭，ｃｏｕｒｔ）

管理

董事会（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ｏｒｓ）

弱
强

有

行政事务和
次要工作
规模大

　

强
弱

无

管 理 精 心
组织
规模小

　

（资料来源：Ｐａｍｅｌａ　Ａｃｋｒｏｙｄ，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ｃｋｒｏｙ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１８０）

表２　英国“新”、“老”大学合作治理方面的
“不平衡性”差异

老大学 新大学

不平衡性的
突出表现

学术评议会过强
对经费缺乏控制／破产／

接近破产
行政弱／行政权力界定
不当
仲裁庭过于庞大

校务委员会过于庞大

学术委员会弱
不正当使用或滥用权
力，过程缺乏干预
行政权力过强
缺乏由多方成员组成
的咨询组织
存在校务委员会主席
与副校长关系过于密
切的危险

（资料来源：Ｐａｍｅｌａ　Ａｃｋｒｏｙｄ，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ｃｋｒｏｙ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１８１）

从表１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合作治理的权力分
配中，老大学的学术人员的权力要大于其他人员，而
新大学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致使大学治理中一
些问题的出现：一是老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弱，新大学
的行政权力的滥用；二是老大学学术委员会虽强，但
却又不能控制经费的使用，新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因
校务委员会主席和副校长关系密切而处于边缘化状
态。这些不平衡现象必将影响大学的有效治理。

四、英国大学治理长期争议的问题

上述的英国大学合作治理模式尝试的过程中，
出现的权力不平衡现象的问题，实际上与长期以来
争论不休且无定论的一个问题相关，即究竟谁能治
理好大学或谁应当成为治理大学的主要力量。主张
专业人员治理的人强调，尽管因社会的变化和大学
的发展，大学在师生规模，经费来源，与政府和企业
的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大学是学者
的社团，注重学术和创造性的本质没有变，治理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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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基础，因此，专业人员在大学
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一观点以穆迪（Ｇ．Ｃ．
Ｍｏｏｄｉｅ）和尤斯塔斯 （Ｒ．Ｅｕｓｔａｃｅ）为代表。他们在
著作《不列颠大学的权力与权威》（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４）中强调：“只有学
者才知道如何治理大学。”［１２］（Ｐ９１）但也有人认为，由
于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大学发展的
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再想保持大学内部治理的
“由学者自治，由学者治理，为了学者而治理（ｓｅｌ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局面已经十分困难，因为必须改革大学的治理结构
使其保持灵活性和动态性，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１３］（Ｐ９１）。而在这方面，行政人员和外行人员具有
优势。对于这一难题，英国学者巴赫（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ｇｈ）等人在他们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治理大学：需要
改变文化吗？》（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著作中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们提出，大学
治理应当采取三维模式来平衡权力。所谓三维权力
平衡模式，是指参与学校决策的人员由３方面人士
组成，分别是：负责管理的执行官（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担负
责任的机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ｂｏｄｙ），即校务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或董事会（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专业人员
机构，即学术评议会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ｓｅｎａｔ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ａｒｄ）［１４］。三维模式本身并不新鲜，合作
治理模式从萌芽起执行就是三维模式。但巴赫等人
提出的三维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三方之间的相互影
响或制约，而不是以某一方为主，其他两方居从属地
位（见下图）④。

这种地位无主次的治理结构在理论上似乎可
行，而在操作层面却会产生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
题是：谁负责牵头协调？因此，英国学界开始重新界
定合作治理的概念内涵和外延。２０１３年，英国沃里
克大学泰勒（Ｍａｒｋ　Ｔａｙｌｏｒ）提出了他的理解。在他
看来，大学的共同治理是“通过校务委员会和学术评
议会（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组成的由行政执行
官（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协调的联合委员会来进行。”［１５］（Ｐ８０）这

一界定是《贾勒特报告》建议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按
照这种界定操作，行政官（副校长）就要担负牵头责
任。但副校长只是牵头，决策权在联合委员会。这
就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即联合委员会各类人员的比
例问题。联合委员会成员比例的合理性问题也不是
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建立的大学的校务
委员会成员比例是不同的。城市学院以及其他从

１９世纪末到１９９２年之间建立的大学，大多数成员
是学校以外的人员（外行），１９９２年之后建立的大学
里，外行也至少占５０％以上［１６］（Ｐ７１）。只有牛桥等古
典大学，校务委员会中，外行所占比例小一些。这种
成员比例不均衡的情况使校务委员会内部成员的合
作治理难以实现，因为，人多势众的一方必然在决策
时占有优势。也正是因为考虑到合作治理模式操作
的复杂性，泰勒才认为，“这一模式纸上谈兵容易，付
诸实践则要对制度的运行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彻底的
透明度。”［１７］（Ｐ８７）尽管在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
层面还存有不少问题，但英国人已经认识到，“一所
大学如果没有学术人员的合作和积极参与，是不可
能成功的”［１８］（Ｐ９１）。因为，将学术人员排斥在决策层
之外，会导致学术人员对学校情感的疏远，不利于学
校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结语

英国大学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表明，英国人一
直在探索治理大学的最佳模式，他们并不固守传统，
而是能因势利导适时创新。比如，１９世纪城市学院
的主办者在创办之时没有沿袭牛津的治理传统，把
权力拱手让人，而是另起炉灶创造出“外行治理”的
治理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面对经费拮据，治理
事务复杂的情况，他们又在探讨和尝试合作治理的
新模式。然而，他们的探索和尝试又是谨慎、务实、
有效的，且不盲目，更不玩弄更换概念的游戏。从牛
津大学成立到现在的９００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大学
里总共才出现３种治理模式，这足以证明他们的探
索是谨慎的。英国大学教育质量的经久不衰也足以
证明他们所探索的治理模式是务实有效的。虽然我
国大学所处的社会制度与英国不同，治理模式也当
然会有差别。但英国正在探索的合作治理的模式值
得我们关注和参考⑤，比如，公办高校如何建立包括
校外人员（外行）参加的治理机构，以及如何发挥校
外人士在学校治理方面的作用；民办高校如何真正
发挥校内学术人员在学校治理方面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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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英国的文献资料中，很少看到“教授治理”的概念，笔者所看到

的资料中，都是“专业人员治理”。当然，专业人员包括教授。

②　在《贾勒特报告》公布之前，已有不少大学组建了这样的联合委

员会，但只涉及颁发荣誉学位一类的事务。而且在这样的委员

会里，外行成员的作用不明显。所以，英国学界认为，《贾勒特

报告》不仅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一个新概念的问题，而且是

强调了联合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实质性参与的重要性问题。

③　１９９２年，英国公布《１９９２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９２），宣布废除高等教育双重制，将多科

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

④　该图引自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ｇｈ，Ｐｅｔｅｒ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ｍｉｔｈ．Ｇｏｖｅｒ－

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ｐ．３５．

⑤　现在我国一些高校也建有包括校外人士参加的董事会之类的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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